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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后

的“二十四史 ”
点校工作现场

（ 右 起 为 白 寿

彝 、唐长孺 、魏

连科）

专题

邗 （上接 2 版）

度很慢”，而且“病号多，经常只

有四五人进行工作， 最近以来

又不能全时间搞， 工作质量不

齐，办法也不多”。
“怎么标点 、怎么整理 、怎

么写校勘记， 这些古籍整理的

事儿，教授们以前上课、写论文

也没做过呀！ 大家都是边学边

做，逐渐摸索。 ”中华书局资深

编审张忱石说。
到了 1963 年 5 月，中华书

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向中

宣部部长周扬做了汇报，说“二

十四史”点校已经开展 4 年多，
但只出了 3 种， 他提出希望各

校担任校点的教师能够集中时

间精力进行点校。 5 月 22 日，
中宣部、 教育部等有关人员开

会， 确定调集有关校点人员来

京的安排， 借调人员包括唐长

孺。 后来，会议提出担任项目较

多的学校可以加调一两位青年

教师作为助手。 于是，在唐长孺

之外， 武汉大学还上报了陈仲

安。 后来陈仲安作为唐先生助

手，全程参加了 “北朝四史 ”的

点校。
1963 年 7 月，教育部向武

汉大学等高校发出 “借调教师

来 京 校 点 二 十 四 史 ”文 （63 教

二蒋旭字第 1148 号）。 8 月，中
宣部又发文给湖北等省委宣传

部（1963 年发文第 383 号 ），明

确要求借调人员 “务请于暑期

内调来”。 秋冬间，唐长孺、陈仲

安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

到北京西郊翠微路 2 号中华书

局大院集中办公， 留下了一段

“翠微校史”的佳话。 据张忱石

回忆， 当时每位专家都有一间

独立的房间， 书局还特地安排

了一人专门照顾专家们生活起

居、 一名二级厨师负责给大家

做饭，“好让先生们一心一意做

学问”。
从中华书局档案资料和多

名亲历者的回忆来看，1963 年

秋到 1966 年 5 月， 唐长孺、陈

仲安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集中

在《周书》《北齐书》。 在“文革”
前，《周书》已全部完成并付型，
但未及付印，《北齐书》 基本完

成。 《魏书》的点校主要由王永

兴、汪绍楹二位承担，他们做前

期工作， 最后由主持校点的唐

长孺定稿。
张忱石介绍， 王永兴是中

华书局从山西教育学院借调来

的唐史研究专家。 可能考虑到

他是陈寅恪的学生和助手 ，便

请他来点校 《魏书 》，但其实他

并不熟悉这方面内容。 据档案，
王永兴以 “殿本 ”为底本 ，通校

了“百衲本 ”和 《北史 》，完成了

《册府元龟》《太平御览 》等 “他

校”（即用其他史料中的相关记

载拿来与底本参校），但没有做

系统的 “版本校”（即找出不同

版本的 《魏书》 之间的文字差

异），也没有完整地完成“本校”
（即《魏书》内纪 、传 、志各部分

之间的内容互证）。 1964 年 11
月底，王永兴做了 3 卷样稿，他

在交稿信中说 ：“这三卷书 ，在

《魏书 》一百三十卷中 ，无论就

篇页数，或校勘上来讲，都是中

等。 ”1964 年 12 月底，他又提

交了卷 2《太祖纪 》、卷 111《刑

罚志》这 2 卷，并对分段提了初

步意见。
尽管王永兴对自己的点校

不甚满意， 成果也遭到复审专

家 “吐槽 ”，但他的点校也有相

当出彩之处 ：他发现了 《魏书·
刑罚志》 的脱叶情况， 并根据

《册府元龟》校补了 317 字。 而

前人之所以没有发现《刑罚志》
的缺文 , 是因为缺页的前后文

之间似乎是衔接的 , 如果不根

据其他书籍仔细审校 , 很难发

现其中脱误。 后来，这个成果被

唐长孺吸收 ，写入了 《魏书 》卷

111 校勘记第 3 条。
中 华 书 局 1965 年 1 月 档

案中有 “与王永兴办 《魏书 》校

勘资料的交接” 的工作预备记

录，根据安排，王永兴将相关资

料移交给了汪绍楹，并在 1965
年春节前后离开北京回山西。

张忱石介绍，汪绍楹 1930
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
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医汪逢春的

独子，没有固定职业，平时应出

版社之约点校一些古籍， 人称

“古籍整理专业户”， 他在中华

书局参与点校时也是临时工 。
汪绍楹接手后，《魏书》 点校有

了一个重大变化———他根据校

勘实际，将《魏书》底本改为“百

衲本”， 此做法延续至今。 “文

革”开始前，《魏书》的第一阶段

整理工作落下帷幕。 汪绍楹在

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点校并撰写

了一些校勘记。
“文革 ”开始 ，“二十四史 ”

修订工作停工。 张忱石记得，当
时资料都封存在书局，借调的点

校者陆续回原单位“搞运动”。
1967 年 四 五 月 的 一 天 ，

“中华书局革命造反团”的卢启

勋（当时自称“风雷”）忽然叫张

忱石带上纸笔， 跟他和书局主

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

俨一起去哲学社会科学部 ，负

责做记录。 到了那里，农民史研

究专家孙达人接见了他们，说：
“最近老戚（即戚本禹，时任‘中

央文革小组’ 领导成员） 找了

他， 指示中华书局要使用 ‘旧

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尽快

完成。 ”他要求书局再次去各单

位调人， 把那些没什么问题的

“善于‘之乎者也 ’的 ”都调来 。
见赵守俨面露难色， 孙达人又

说“你们可以开名单，我去跟老

戚说一下 ”。 书局立马召开大

会，兵分几路去各单位调人。
于是， 中华书局后来担任

《魏书》点校本责任编辑的魏连

科，带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的介绍信，前往武汉大学珞

珈 山 唐 长 孺 家 邀 请 他 再 度 出

山。 他记得武大最初不肯放行，
但由于这个规划小组隶属于国

务院，最后学校只能妥协，而且

唐 长 孺 “政 治 上 没 什 么 大 错

误 ”，又是中共党员 ，便被批准

了，而且带着 《北朝胡姓考 》的

作者姚薇元、 青年教师陈仲安

一起赴京。 “老先生们收到邀请

都很高兴， 但很多人最后也没

能成行。 像唐先生那样能离开

风暴中心去做古籍整理， 在当

时是非常幸运的。 ”不过，由于

戚本禹不久垮台， 历时仅半年

的点校工作再度中断。 “后来证

明，1967 年的工作全部报废。 ”
魏连科说。

直到 1971 年，姚文元在请

示毛泽东后给周恩来写信 ，重

提“二十四史 ”点校事宜 ，建议

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

务分工继续完成。 由于“翠微校

史”在当时被批是“小芙蓉镇”，
加上“文革”后书局的人都下了

“五七 ”干校 ，翠微路大院成了

北 京 锅 炉 厂 的 工 人 住 宿 楼 ，
1970 年代的“二十四史”点校便

移师王府井大街 36 号进行了。
“王府井那儿条件不好，没地方

安排专家住宿， 所以就尽量请

在北京的老先生来点校。 ”张忱

石说， 当时外地学者只请了武

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以及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
据魏连科、 张忱石共同回

忆，王府井大街 36 号原本是中

国文联大楼，是 1950 年代盖的

新楼。 魏连科 1971 年从咸宁干

校回到中华书局时， 看到的楼

已经是“文革”时被砸烂的破楼

了 ，而 且 特 别 脏 ，张 忱 石 1972
年从干校回书局时， 楼还没粉

刷完。 这栋楼共有 5 层，底楼是

图书馆， 有两个楼层为商务印

书馆；另外两个楼层，一是中华

书局员工的单身宿舍，魏连科、
张忱石都曾住过；二是“二十四

史”点校办公室。 北京的专家除

了 白 寿 彝 是 一 人 一 间 办 公 室

外，其他人都是二人共用一间，
而且通常安排性格相投或是有

交情的两人在一间。 3 位外调

专家也都住办公室那层， 王仲

荦住北面一个朝北的小房间 ；
唐长孺和陈仲安住最东面一个

朝南的套间，外间住着陈仲安，
里间住着唐长孺。 这个房间既

是他们生活起居之所， 也是点

校办公之处。 点校从早上 8 点

开始到 10 点结束， 休息 15 分

钟后再工作到 11 点 45 分 ，去

楼下平房里的食堂吃饭。 中午

有午休时间， 下午 2 点继续工

作到傍晚 5 点。 收工后，北京的

专家通常回家吃饭休息， 外调

专家仍在食堂用餐， 唐长孺经

常晚上还在工作。 每周六上午

点校，下午是政治学习。 周日休

息。 在点校过程中，唐长孺会和

赵守俨、 魏连科召开小型讨论

会，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探讨，比

如某条校勘记要写什么、 不写

什么、写到什么程度等。
“我个人觉得 ‘二十四史 ’

里《魏书 》的点校最难 ，因为几

百年来被污为‘秽史’，缺页、遗

漏情况严重， 而且后人增补也

不注明出处。 ”张忱石说，“唐先

生 的 考 订 功 夫 ， 我 是 很 佩 服

的。 ”由于没有看到 1970 年代

点校的档案， 关于唐长孺具体

是如何点校的， 只能从他撰写

的“出版说明”中窥之一二。 唐

长孺负责的《魏书》点校本采取

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 通校了

“百衲本 ”、“南监本 ”、“殿本 ”、
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

本 （简 称 “局 本 ”）4 种 版 本 ，并

参校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 （简

称 “北监本 ”）及明末汲古阁本

（简称“汲本”）2 种版本，“择善

而从”，一般不出校记。 同时比

对了《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
和 《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

鉴》中有关部分，参考了《通典》
《通志》， 吸收了钱大昕、 李慈

铭、张森楷等人的校勘成果。 凡

据他书改字或提出疑问， 均有

校记说明。 “旁征博引，考定是

非。 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

之精和标点之准，首屈一指。 ”
何德章如是评价。

唐长孺弟子、 中国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说 ，
唐先生很强调版本依据， 否则

即使推理合理， 他也不随便改

动。 而且，在有版本依据的情况

下，选择哪个版本进行补正，唐

长孺也经过充分思量， 并在校

勘记中说明。 比如《魏书·刑罚

志 》中第 17 条校勘记 ，就详细

说明了为什么要在百衲本 “不

即□□”的缺字处根据《册府元

龟》补上“依决”，而不是像其他

本一样补上“施行”。
魏连科认为，点校“二十四

史” 的专家各有特色， 在他看

来， 唐长孺治史最大的特点是

“精”， 这特别体现在校勘记的

撰写中。 他记得，当时政治环境

复杂，“反对繁琐考证”，要求校

勘主要校正刻本文字的讹舛衍

脱， 对于史实异同和原书内部

的矛盾不作校正， 但唐长孺总

能找到 “必要就不是繁琐 ”的

点， 尽可能多地又相当慎重地

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 而且，他
不只记录文字同异， 还说明取

舍理由，不少校记长达数百字，
甚至多达上千字， 完全可以作

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专著来读。
中 华 书 局 总 经 理 徐 俊 认

为，唐长孺领衔的 “北朝四史 ”
点校最鲜明的特点， 正是学术

界 常 称 道 的 校 勘 与 研 究 的 结

合， 用古籍整理的通常表述是

校史与考史结合，“校补史文缺

佚， 使之成为能够直接提供学

术研究的可用之书， 是唐先生

所校《魏书》《周书》《北齐书》三

史的共同特点。 ”他说，仅就《魏
书》而言，几字、十几字、几十字

的史文补缺， 翻开每一卷都不

难看到， 而唐长孺校勘记中那

些对史文的取舍判断和甄别考

证，所作出的合理解释，才是真

正卓见功力、沾溉后学，因而广

受推崇。
唐长孺负责点校的《魏书》

于 1974 年 6 月出版（他点校的

《周书》 于 1971 年 11 月出版、
《北齐书 》 于 1972 年 11 月 出

版，陈仲安负责点校的 《北史 》
于 1974 年 10 月出版），在当时

即被誉为“古籍整理的典范”。
何德章说， 唐先生的点校

本 《魏书 》由中华书局印行后 ，

（下转 4 版） 隰


